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命运》第四章 附论：对中国哲学的另行摧毁（邓曦泽）

邓曦泽 

十一  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1]  

十二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2]  

十三  重新命名作为重新解释亦即重新建构  

既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非法性，最后又从中国命运的走向中得出中国无所谓有无哲学的结

论，那么，如何对待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中国哲学一词呢？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哲学一词是对传统的道学的重新命名。这种重新命名不是随意为之，而

是重新解释－建构。重新解释－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所以，把道学重新命名

为中国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名无固宜，约之以命”（《荀子·正名》）的问题。荀子讲的

是名与物发生关系之初始的事，而道学本来并非无名，为什么要以“中国哲学”对之重新命

名呢？那是因为近代中国文化伴随中国命运而礼坏乐崩、斯文扫地，需要重建合法性。 

重建合法性当然以丧失合法性为前提。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毁本身就是首先应该受到质疑

的，其次应该受到质疑的是对道学合法性的重建方式，即通过依附西方，建构名为中国哲学

实为解释哲学的重建方式。既然摧毁的根据和重建方式都应该受到质疑，那么，中国哲学的

命名的合法性显然应该受到质疑。 

概言之，中国哲学是歧出的中国历史派生的歧出学术中的一种歧出形态，而中国哲学也是一

种畸形的命名。因此，对于中国哲学这样的命名，是不能以“名无固宜，约之以命”为理由

轻易放过的。 

歧出的近代史需要让我们追问：历史之歧出是如何呈现的呢？前文[3]提到了生活解释系统

的转移即西化，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歧出历史呈现在生活建构的解释系统中实际上就是

呈现在生活言说中。呈现在生活言说中，首先是大量新词语即新名相、新概念[4]的出现，

并对传统进行重新命名。[5]这些新名相不是从历史（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是从西

方引进的。如果用名相（名）和事物（物）的关系看，首先，近代出现的许多新名相不是对

新事物的新命名，而是以新名相对旧事物进行重新命名；不是从无到有的命名，而是从有到

有的命名，用新名相取代旧名相，并使旧名相湮没于弃之不用，在生活言说中黯然隐退。

[6]其次，重新连接新名相之间的关系。名相之间的关系就是思路，或者说名相结构。思路

或者名相结构是什么呢？还原到生活，新名相之间的结构就是新的生存样态，或者说是新的

生存结构，就是生活的变迁。这种新的生存结构，是西化的生存结构，也就是西化的生活解

释系统。对于民族文化本位而言，歧出的新名相和歧出的新名相结构（新思路）两者都是歧

出的。[7] 

我们当然应该并且必须正视歧出的近代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并且必须走出歧出的



近代史，复归正统，自我观之，重建基于自身的中华民族的生活解释系统——这就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的根本含义。[8] 

民族复兴，重建中华民族的生活解释系统，就是重建道统。再一次重新命名和重新连接名相

结构，是民族复兴应有的题中之义。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新的命名的混乱是肯定的。不

过，这次混乱是对近代以来命名的混乱的反动，是反混乱之混乱。近代命名之混乱，是礼坏

乐崩也即道统崩溃引发的混乱。按照孟子的话说，道统崩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就是失其

大者。失其大者，则其小者夺。小者夺，就是纲常失位，人伦失序，礼仪失节，名物失当。

所有这些都会表现为名物失当。名物失当之一斑就是命名混乱。近代道统崩溃，大者小者俱

失，名物失当，乃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歧出。如今，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看似引发新的混

乱，实则是对歧出历史的复归，乃是重立其大，复得其小；乃是重建自身，自我观之；重建

自身就是重建道统，一以贯之于事事物物、日用人伦、洒扫进退应对。由此而引发的新的命

名，乃是对道统的复归，对歧出的近代历史的拨乱反正，何乱之有？[9] 

是故，中国哲学就应该被重新命名，从失语到复语，重新命名为道学。[10]  

十四  对待异文化的两种情况的两种态度  

1、“从无到有”之引进  

中国哲学，无论他照样继续下去，还是复归道学，都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民族复兴，

同样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和民族复兴的最基本

的问题就是中西文化问题或者中外文化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关系呢？ 

处理中西文化之关系，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前文谈到，比较总是现成化的

比较，并分为形而上学存在论层次的比较和已被现成化的生存论层次的比较。 

在“有什么”和“是什么”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层次上进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有三种情况。

一是中国无西方有，从西方引进，这就是“从无到有”。二是中国有西方有，西方的东西要

进入中国，这就是“从有到有”。三是中国有西方无。这里暂不讨论第三种情况。  

对于中国无西方有的东西，我认为只要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有利于利用厚

生的，就可以引进。引进就是从无到有。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

等，没有现代科技产品如汽车、飞机、计算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引进的。引进西方

文化及其产品，总得有个理由。这个理由也不是现成不变的。对于魏源而言，引进西方的东

西，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是为了进行经济、政治建设。但

是，万涓归宗，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处境中，我们面对异文化的一切选择，都应为了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利用厚生。（复兴民族与正德利用厚生息息相关。）在这方面，历史

提供了宝贵的正面经验。姑且不说佛教之进入中国，就其他文化样态看，中国也非常成功地

引进、同化了许多异文化样态。譬如，琵琶、二胡、胡琴等等乐器引进中国，被纳入了中国

的文化系统，其乐理被中国的乐理重新解释，其乐谱也变成了工尺谱。这与今天中国引进西

方音乐的方向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音乐放弃了自身的乐理和乐谱等核心内容，被西化了。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引进的异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突，怎么办？举例而言，如科

学与传统中的迷信的冲突。 



我会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有利于民族复兴、利用厚生，异文化就不会与母文化相冲

突。就以科学与迷信的关系而言，如果迷信这个的词语能够成立，如果迷信是因为危害民生

才应该批判，才成为迷信，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一个迷信与科学的冲突问题，而是一个利用

厚生与危害民生之间的冲突。如此，即使没有引进什么科学观念，迷信也是应该从本土文化

（或者历史－传统）中祛除的。一切危害民生的东西都与“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

谟》）之大道相违背，都是应该剔除的。是故，科学与迷信的冲突根本不是西方文化与本土

文化的冲突。 

如果说科学干涉信仰，那么，这也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在西方，科学的老家在宗教，这是

常识。[11]虽然近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膨胀对宗教有所冲击，但是，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之

间达成了比较有效的妥协，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协调的，许多科

学家、哲学家也是宗教徒。因此，科学未必一定会干涉信仰。 

但是，科学主义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科学是人的一种派生的生存建构，科学主义更是进

一步派生的生存建构。科学主义把科学泛化而构成科学霸权，这是人为的，不是科学的天然

本性——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本性，一切都是人的建构。如果科学泛化，干涉信仰、情

感等等，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的、正当的日常生活，它就危害民生了，就应该批判，使科学

复归于利用厚生。其实，要批判的不是科学，而是人的某些观念。复归于利用厚生，科学怎

么能与传统相冲突呢？利用厚生之科学难道不能与本土的利用厚生的文化和而不同吗？[12]

所谓的五四前后以来的科学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完全是五四前后以来的中国人（尤其是胡适

这样的精英）对科学以及关于科学的某些观念的滥用。 

是故，基于民族复兴和利用厚生之宗旨，完全可以引进中国无西方有的某些文化样态并使之

与本土文化和而不同。 

2、“从有到有”之兼容和拒斥  

真正容易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的，是“从有到有”这种情况。 

当我们在形而上学存在论层次上进行比较，发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建构的某个领域有某种文化

样态，在西方人的生存建构的同一领域也有相应的文化样态，如何处理这两种文化样态的关

系？这就是“从有到有”这种情况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存在论层次上是没有办法可

以解决的，而必须进一步返回到生存论层次进行呈现方式（即“如何呈现”）的比较。 

在生存论层次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中西文化的同一领域的文化样态的呈现方式（如何呈

现）是相同的，二是呈现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根本无所谓是不是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我

们要讨论的只能是如何处理后者的关系？譬如，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要结婚，而且都有结婚仪

式，但是，中西结婚仪式（呈现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拜天地，西方人进教堂，如何处理

这两种仪式的关系？ 

的确，问题已经不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结婚与否，也不在于有无结婚仪式（这是存在论层次

上的问题），而在于结婚（仪式）如何呈现。如何呈现呢？中国人拜天地，西方人进教堂。

两种仪式的不同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解释方式。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之间的

关系呢？ 



有很多文化样态，都是无法裁判对错的。许多生活样态和礼仪，艺术样态，都无法论对错。

[13]可以说，在生活中展开这些文化样态，并不需要参照异文化的文化样态，也就是说并不

需要比较，自己完全可以自然地、非反思地持守母文化样态。这些文化样态长久地积淀下

来，持续下去，流淌在当下的生活中，就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当下的生活，从而

构成特定民族的生活样态或者文化样态，也就是特定民族的独特的生活解释系统。对于无所

谓对错的文化样态，我认为应该坚守。 

如果需要对文化样态裁判对错，肯定涉及标准，而这又是一个喋喋不休的问题。如果不在对

错上讨论，而在有用无用上讨论，问题也许会更容易厘清，而且，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处

境中，有用与否成为裁判几乎一切事物的标准，许多所谓的关于对错的争论，实际上都可以

转换成关于有用与否的争论。前文谈到，何谓有用，发生了从古到今的根本转换。在此，我

们可以从两种意义的用来讨论如何处理异文化关系。 

在科技之用或者物质之用的意义上，许多文化样态（如洒扫进退应对之礼节、艺术形态等）

根本就与富国强兵之科技毫无关系，因此，如果改变这些文化样态，代之以西方的文化样

态，不但不能帮助富国强兵，反而会引起生活的混乱，尤其是引起日用人伦中的人际交往的

失序。今天中国的礼坏乐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五四前后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许多样态的肆意

摧毁引起的。 

而在安身立命之用的意义上，道学是传统文化之根本，中国的大多数具体的文化样态都是道

学的一以贯之的呈现，而道学追求的正是安身立命之大用，所以，持守道学派生的文化样

态，以之为机缘，不是更有利于启发生民安身立命吗？ 

是故，我认为，如果没有证明本土文化之错误或者无用，我们就应该坚守本土的文化样态。 

坚守本土的文化样态，有两种坚守方式：一是兼容，一是拒斥。 

什么样的异文化样态可以兼容呢？当同一领域的异文化样态不与母文化样态相冲突，不会反

客为主而拒斥母文化样态时，这样的异文化样态就是可以兼容的。在此时此地可以采用母文

化样态，在彼时彼地可以采用异文化样态。譬如，听古乐看京剧与听交响乐看芭蕾舞是可以

兼容的。在老家遵循宗族的礼仪，遵循尊卑长幼之礼节；在国际场合，则可以遵循国际礼

节。不过，在兼容异文化之际，异文化与母文化不是并列的两个东西，我们的根本在母文

化。因此，兼容异文化，也要有民族自性的立场。但是，五四前后以来，这些本来可以兼容

的中外文化样态，也被我们人为地弄得不可兼容了，以异文化样态拒斥母文化样态。 

当同一领域的异文化样态会与母文化相冲突，如果采用异文化的呈现方式就会拒斥母文化样

态，从而湮没母文化的呈现方式时，对这样的异文化样态就应该加以拒斥，不可采用。譬

如，拜天地与进教堂对各自民族来说，都无所谓对错，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结婚只能采

用一种仪式。如果进教堂，则会拒斥拜天地的呈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持守母文化的

文化样态，持守母文化独特的生活解释系统，就应该拒斥进教堂这种结婚仪式。同样，五四

前后以来，我们在拒斥异文化样态上不但说不上做得极不成功，甚至根本没有文化防卫意

识。西方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闯，“并其所短亦取之”。（这与当时全

面摧毁传统的思想有关。） 

说到拒斥，就需要在新的历史境遇重新审视兼容并包观念。 



如果没有民族文化本位，兼容并包的最大的自我讽刺在于：它恰恰没有做到对传统的兼容并

包。 

兼容并包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兼容并包是母文化对异文化泥沙俱下地接受，不分良莠，不

能择善而从，这种兼容并包会沦为什么呢？不过就是把母文化作为垃圾箱而已。如果兼容并

包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观念就必须被抛弃。 

一种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如果它要承认自己的民族性，那么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兼容并包。所

谓的兼容并包，在理论上不必要，不应该，在实际上也不可能，除非彻底否定、瓦解自己。

而否定自己则又与自身传统不兼容并包，从而与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无论就字面意思还是

思想观念上讲，兼容并包都是一个极为含混的观念，甚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如果泛化

地讲兼容并包，它恰恰是与民族文化本位或者民族文化主体性相冲突的。民族文化本位就是

要自我观之，以我为裁判标准。只要有裁判，就有是非判断，就有取舍，因此就不可能兼容

并包。 

因此要对兼容并包进行修正。兼容并包应该修正为：自我观之，择善而容。择善而容的另一

面则是择恶而拒。[14]（其实，从无到有也需要“自我观之，择善而容”之原则。）择善而

容无论在字面还是思想上都不能表述为兼容并包。就可能涉及的对象看，兼容并包观念不仅

仅关涉异文化间的关系，也可以关涉一种文化内部的关系。同样，择善而容也是关涉非常广

泛的观念。[15]择善而容关键在于“择”。择，是基于民族自性（本位）的自我观之，就是

判教。 

对于本文讲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而言，“自我观之，择善而容”有何意义？ 

仅从命名看，中国哲学作为命名，乃是一种重新命名。重新命名是从有到有，而且“中国哲

学”这个命名与“道学”不能兼容，把道学命名为中国哲学，是对原来的命名的取缔和湮

没，“哲学”这一异文化样态与“道学”这一母文化样态相冲突。因此，中国哲学这一命名

是应该拒斥的。是故，应该复语，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生活解释系统，让道学重新成为道

学。 

-------------------------------------------------------------------------------- 

[1] 参见另文：《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此文原名《论我海

他川的言说方式——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 

[2] 参见另文：《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3] 指另文《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4] 在名相与概念二词之间，我选择名相一词。名相和概念，在道学中，应相当于“字”，

如《北溪字义》、《孟子字义疏证》之“字”。 

[5] 重新命名的例证可以说多如牛毛。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孔子是唯心主义者，朱子的道德

哲学，朱子的先验思路，等等。整个中国哲学就是对道学的重新命名并作进一步的重新解

释，而且不仅在中国哲学领域中。 



[6] 关于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有，详后文。 

[7] 如果回顾周文道统的崩坏到汉代道统的重建，我们也会发现，道统崩坏时，会产生很多

新名相，并产生新名相结构。这实际上就是生活的变迁。而汉代道统的重建，复礼还乐，又

把春秋至秦代变得紊乱了的名相结构重建了一次。所谓重建，并不是完全复原。当然，周文

道统之崩坏与近代道统之崩坏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是自身使自身崩坏并且自身重建自身。后

者是他身使自身崩坏，并且在重建上，后者也是以他身重建自身。可以说，前者是历史的正

出，后者是历史的歧出。 

[8] 这样说，并没有排斥民族复兴中的政治、经济内涵。 

[9] 关于道学的命名，如果哲学是道学自身发展形态的一个阶段，那么，哲学这个名称是可

以接受的。不过，这种命名方式不再是“中国哲学”，而是沿着“宋明理学”、“清代朴

学”之后的“民国哲学”。就像“宋明理学”不应该命名为“中国理学”一样，在这种意义

的“民国哲学”也不应该命名为“中国哲学”。“民国哲学”之“民国”体现的是道学的历

史发展，体现的是历史（纵向）维度，是道学自行解释自身的一种发展样态，其中的“哲

学”一词之产生也与中国之外的世界无关，完全是道学自己的事情。而“中国哲学”之“中

国”体现的是世界（横向）维度，其中的“哲学”一词完全是在中国与非中国的西方的观照

中产生的。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之注释对大清和中国的分辨。 

[10] 重新这个词，跟返回一样，不能被误解为在绝对时间中重新回到原来的样态。这是不

可能的。当然，至于究竟如何重新命名，值得探究，有人就认为应该命名为“中国古学”

（参见干春松《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载《江海学

刊》2002年第4期）。无论如何重新命名，都是为了重建民族文化自性。需要指出的是，对

于古人而言，命名“儒家”、“道家”等等，是在中国文化内部作的区分，而不是对在我们

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进行命名，并且，他们无需把外来文化设置为他者。而我们重

新命名时，不再是作内部区分，而是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整体区分，把自己的文化作为

一个大致的整体来命名。这种命名不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因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纳入西

方的系统中作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的一部分来命名；同时，又不能使用“中国文化”这样的太

缺乏区别特征的概念。 

[11] 在西方，科学的“老家”在宗教，文德尔班说“科学思考起源于宗教”（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第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W.C.丹皮尔说：“在希

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W.C.丹皮尔《科

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原序》第1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有些人类学家以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

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科学史》，第28页）。总之，

科学与信仰最初并非冲突的，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而现代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情形却与西

方不一样。大喊科学的胡适等等，本人并不懂科学和技术，只知道一些观念。然后他们就挟

洋以自重，用这些观念对中国文化大加鞭达，以关于科学的某些观念为标准，党同伐异，形

成科学主义。虽然他们也的确批判了一些迷信的东西，但是同时也大规模地、自觉地伤害

（注意：不是误伤）了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非迷信的东西。就科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而

言，科学到了中国，迅速形成科学霸权，导致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要比在西方要紧张得多。

但是，这不是科学的错，科学不能自行犯错误或者做好事，是人使科学变了样。 



[12] 这里可以用非常实在的事实来说明。今天中国的许多寺庙、道观并没有因为用了现代

科技的产品如电灯、电话、计算机等等而把神灵驱除了，普通百姓也没有因为使用现代科技

产品而不再格物致知、尊尊亲亲。如果一定要说现代科技的什么副作用，那根本不是由作为

外物的现代科技产生的（这会陷入外物——环境决定论），而是人心的蜕变。所以，事实证

明，科学是能够与本土文化和而不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的生存建构中，科学不是一

个外在之物，科学自身（甚至科学没有自身）并不能干什么，而是人要它干什么它才可能干

什么。我们不应把科学看成一个外物以后，再在科学身上去找原因。一切的原因都只在我们

自身，只有人才能，才是自由的。而如果科学是外物，那么，它就没有能，没有自由，当然

也就不能自行发挥任何作用。 

[13] 如中国人拱手抱拳，西方人接吻以表示友谊；中国人以工尺谱记乐，西方人以五线

谱、简谱记乐；中国画重神，西方画重形，等等，都是无所谓对错的。然而，甲午、五四以

后，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姑且不论是不是犯了“并我所长而亦弃之”的重大错误，至少

是把许多本来无所谓好坏的，并不会影响富国强兵的文化样态祛除了，使礼仪之邦礼坏乐

崩。 

[14] “择”的背后仍然暗含有民族命运。如果国家弱小，列强要强加，怎么办？还能坚守

民族本位或者主体性吗？也许根本没有选择主动性，只能被动地接受。所以，国运兴衰，乃

维系国家民族及其文化之根本。 

[15] 如果借用主体这个词，兼容并包和择善而容都是指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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